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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实现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同步转型了吗*

□ 匡远配 陆钰凤

内容提要:农地流转是推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可从转型视
角评价农地流转的效应。基于分析农地流转与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系统关联和互动机理的基础
上，本文利用弹性系数计算 2001—2012 年农地流转在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转型( 下文简称“三
农”转型) 中的效应，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对“三农”转型的效应具有非均衡性:农民转型、农村转
型滞后于农业转型，但是三者总体演变和发展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并对省域农地流转的农业、农
民和农村转型效应计算并进行类型划分，共分为八大类。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农地流转动力的权
衡、保护小农经济和中产阶层、“四化同步”发展和农地流转治理结构优化等方面，实现农地流转
“三农”转型效应的联动。
关键词:农地流转;“三农”转型;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转型效应;区域划分

一、引言

中国的经济社会形态和结构正在加速向“半
耕社会”演进，农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结构正在发生
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 刘奇，2007 ) 。农本发展思路
有效地推进了农业转型，例如农业新型经营体系建

设、农业多功能性、农业可持续发展得到重视，农业
生产率和竞争力实现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实现了

“十二连增”。“三农”转型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
“三农”问题，步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但是，转型
期“三农”转型发展并没有齐驱并进，面临与现代
化目标不一致的困境。目前，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进
入深水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是农地
流转( 张曙光，2010)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出
台了“三权分置”和鼓励农地流转的政策。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 4. 03

亿亩，占 30. 4%。在中国农业加速转型的关键期，
平稳有序地推进农地流转是实现“三农”转型的决
定因素。农业转型是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小农经
济，还是开启了农业资本化道路? 需要考察农业转

型基础上的农民转型和农村转型的事实。农地流
转确实引起了一系列的根本性变革，但是忽视了农

民主体和农村问题这两个战略支撑点，导致农民转

型、农村转型滞后于农业转型( 曾福生，2015 ) 。如
果从农村经济社会多重转型大背景中考察，农地流

转对“三农”转型发展的作用和效果也是非均衡
的。在认同“三农”转型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客观
联系的基础上，剖析其影响机理，测度影响效应，寻

求演变规律，分析区域差异，从而选择一条“三农”
转型协调发展的农地流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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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地流转与“三农”转型间的内部逻辑联系及其作用机理

“三农”转型是一定时期内农村经济社会结构
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是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全面变化的过程，也是“三农”发生分化和“三农”
现代化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
(一)农地流转深嵌和根植于农村经济社会转

型过程

1. 农地制度内嵌于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过程。
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是发展转型的动力源泉，农地

制度实质上构建了农村社会内部、城乡之间的经济
秩序，约束人们的选择集，其变迁本身是农村经济

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变迁的方向和目标受制于多

重经济社会转型的制约 ( 李宁等，2015 ) 。完善农
地制度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还关系到
“四化同步”、构建新的工农城乡关系和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农地流转制度是农地制度
的基本内容，是农村多重转型在农地制度改革的一

种具体体现，其设计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窗

口。农地制度和“三农”转型因为内嵌在农村经济
社会转型中而存在客观联系，于是农地流转自然与

“三农”转型存在亲缘关系，受到农村经济社会转
型的深刻影响。

2. 农地流转与“三农”转型的互动关系。农地

流转是“三农”转型的具体体现、路径和要求，两者
存在内容上的吻合和协调，农地流转的整体态势与

“三农”转型过程密切互动。农地流转影响和决定
了“三农”转型的方向和整体战略布局。农地流转
通过生产方式变革和制度改革等途径促进“三农”
转型:农地流转通过改变农业要素市场间的契约关

联性，促进农村现代化、工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产生
新的生产关系。“三农”转型既是农地产权变迁的
结果，也是农地产权市场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三
农”转型是农地流转的动力，其速度决定了农地流
转市场发展的速度。农村经济运行方式、农民生活
方式、乡村治理方式等变化都会影响农地流转; 工
业化、城市化带动农村资源配置和生产结构调整，
也带来农地利用方式的变革和农地流转。
(二)农地流转对“三农”转型的作用机理:产

权视角

“三农”转型与农地产权紧密相连，不同关联
的产权特征影响不同的转型推进。把产权制度纳
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才能解决农地产权制度中

的有效率、公平和利益均衡问题。“三农”转型之
间对农地流转不同的要求之间，存在相互交织的协

调与制约关系( 见图 1) 。

图 1 农地流转对“三农”转型的作用机理

1.“三农”转型之间存在的内在自然逻辑联
系。一是农业转型为农民、农村转型奠定了规模基
础和产业基础。被嵌入到农村结构和制度安排中
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农村的传统表征。
农业转型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养，本质上

就是农民转型，也将促进农村治理模式的转变。二
是农民从身份到职业属性的转型将倒逼农业、农村

转型发展，必然导致农村社会的现代法治、契约、民
主化的治理模式。三是农村转型将为农业、农民转
型提供平台与保障。农村转型必定带来农村经济
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民的生活方式深刻变化和

农民角色转型，推动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四是“三
农”转型之间相互协调与制约，非均衡的“三农”转
型是低效率制度安排的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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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地流转对农业转型: 产权分割和流动。
产权权能是可拓展的和重新界定 ( 组合) 的。同
时，产权必须通过交易 ( 整体或部分) 才能达到最

佳配置和使用。现代农业需要基于自由流动性生
产要素的规模组合和有效配置，尤其是农地自由流

动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农地流动和高效配置
本质上是农地产权具有现实的可转让性、产权主体
可充分自由行使产权。农地使用权关乎农业生产
效率，农地产权的有效改造为农业转型奠定了基础

和提供了动力。当下，中国正在以“三权分置”为
指导推进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改造传统农业。

3. 农地流转与农民转型: 农地权能拓展。农
地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需要维护好、实现
好、发展好农地权益。一是需要确权颁证，界定产
权的边界。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属性不变的原则，需
要以用益物权为基础，还权赋能。二是承包经营权
的权能拓展。“三权分置”框架下，承包权包括占
有权、处置权、继承权、退出权等多重权益。经营权
包括耕作、经营、收益、流转权、入股权、抵押权等多
重权益。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拓展就是认定新权利，
赋予农民对农地更完整、更充分、更自主的经济权
能。三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财产权的缺陷
导致农民利益分享权能和自主发展权能的不足。

构建科学的农地财产权制度，盘活农地财产属性;

通过农地权利契约化推进农地资本化，用地权稳定

性保障农民获取农地的财产收益;依靠农民公平分

享农地增值收益和农地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显化
为农地财产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基于以上思
路，农地流转改变农户财产结构、收入结构、就业层
次和社会分层，从而推进农民转型。

4. 农地流转和农村转型: 农地权利配置和农
村治理结构。农村现代治理是农地产权制度完善
的结果，也将显著提高农地权利的可保护程度。一
是农地产权配置确定的利益格局、各主体经济地位
和社会关系规则等影响农村社会治理转型。“三
权分置”隐含的主线就是农地流转动力的制衡，农
地要素市场深化速度和农地产权权能的偏好影响

农村转型路径。农地流转和农地产权配置格局和
效率，影响农村转型进程。二是农地流转和农地产
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农村公共治理的方式和结构。
现代规模农业引入和新型经营主体将改变农村社

会治理博弈的主体结构和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超
出共同体范畴的农地流转提出了跨区域公共服务

的新需求，将改变农村社会治理的方向、目标和
形式。

三、农地流转对“三农”转型的效应总体演化分析

(一) 农地流转对“三农”转型的效应: 基于
AT、FT和 ＲT分析框架
构建一个 AT ( 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 ) 、FT

( Farmer transformation) 和 ＲT( Ｒural transformation)
分析框架，来分析农地流转的转型效应。借鉴弹性
原理，本文计算农地流转的“三农”转型的弹性系
数，即农地流转面积( X) 的值变动百分比与其所引
起 Yi 变化百分比的比值。农地流转对“三农”转型
的弹性计算公式为:

EIi = ( ΔYi /Yi ) / ( ΔX /X) ( 1)
其中，EIi 农地流转的“三农”转型的弹性系数。Yi

( i = 1，2，3，…，n) 为农业转型、农民转型和农村转
型的相应指标值。符号只用来判断方向，用绝对值
来比较弹性( 效应) 的大小。如果 EIi = 1 表示农地
流转与“三农”转型同步增长;当 EIi ＜ 1 时，表明农
地流转的增速快于“三农”转型;当 EIi ＞ 1 时，表明

农地流转增速慢于“三农”转型。
借鉴刘奇等的研究成果，本文选择反映农业、

农民和农村转型的指标，以及农地流转对“三农”
转型效应的判断标准: ( 1) 农业转型效应的判断标
准。农业转型是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嬗变，是农
业的功能、生产方式、市场形态、服务形态发生质与
量的变化，同时还伴随制度变迁、体制改革、技术创
新、产业组织形式转型、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等
形式( 罗必良，2007) ，它是导致农村经济社会结构
变迁的最重要因素，其本质是市场依附与去小农化

( 冯小，2015 ) 。在农地流转全面加速发展的新时
期，农业转型需要突破农地约束，显著提升农地利

用效率和现代农业水平。将农地流转对粮食产量、
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业 GDP /GDP 的弹性来衡量
农地流转后农业转型的效果。如果农地流转对粮
食产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弹性符号为正，说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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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对农业转型效应是好的。如果农地流转对
农业 GDP占比的弹性符号是负，说明随着农地流
转的加快，农业 GDP占比是降低的，农业转型是在
优化的。( 2 ) 农民转型效应的判断标准。农业兼
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等背景下，农业转型
的关键是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经营农业的同时，实

现农民的职业转变、身份转型，以及区域转移和收
入结构变迁。将农地流转对工资性收入占比、市民
化率和农村非农就业人员的弹性值来衡量农地流

转后农民转型的效应。如果弹性符号为正，则说明
农地流转对农民转型是有效果的;如果弹性符号是

负值，说明农地流转增加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农民转

型。( 3) 农村转型效应的判断标准。农村经济的
结构与秩序、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重塑了农村
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和社

会转型。将农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和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三者的弹性系数来衡量农村转

型的效果。如果农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
恩格尔系数比的弹性符号是负，说明随着农地流转

的加快，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消费差距都在缩小，

正在实现农村转型。如果农地流转对城镇化率的
弹性符号为正，则说明农地流转促进了农村劳动力

的转移和城镇化，对农村转型是向好的。
(二)农地流转的“三农”转型效应的总体测度
伴随中国农业的转型，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带来

资本积累的动力和农村的社会分化 ( 严海蓉等，

2015) 。通过基于 2001—2014 年的数据，可测算农
地流转对“三农”转型效应( 见表 1) : ( 1) 农地流转
的“三农”转型效应都不高。弹性系数大部分小于
1，是缺乏弹性的，即农地流转面积每增加 1%，“三
农”转型的变动百分比都小于 1%。原因是多方面
的:农地流转“运动化”。农地流转比率从 2006 年
的 4. 5%上升到 2014 年的 30. 4%，速度非常快;农
地流转效率不高。农地流转服务中心覆盖性、流转
机制创新不足、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善、基本原则遵
循不严等问题严重影响农地流转的效率;农地产权

归属模糊，工商资本下乡和“圈而不用”可能正在
阻碍“三农”转型。( 2) 农地流转对农业转型、农民
转型和农村转型的效应具有方向一致性。表现为
自 2007 年以来三者的弹性系数变化比较趋同( 见
图 1) ，基本上是有利于“三农”转型的( Y7 除外) 。

( 3) 农地流转对“三农”转型的效应具有非均衡性:
农业转型居领先地位，农民转型和农村转型滞后。
原因是国家顶层设计中，为了国家粮食安全，重视

了农业转型，忽视了农民、农村转型;农业生产边缘
化和“去农业化”现象将割裂“三农”之间的传统联
系;资本下乡推动的农地流转走向无地雇工农业的

方向( 黄宗智，2012) ，扶持新型的具有资本经营逻
辑的规模经营主体推动了农业转型; 农民、农村转
型本身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农地流转作为要
素配置方式已经嵌入到了农业转型过程中，因此更

加贴近且有效发力于农业转型。
(三)农地流转的“三农”转型效应的分解
1. 农地流转的农业转型效应分析。农地流转
基础上的规模化经营将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必

然趋势，农地流转解困“留守农业”状态，快速推进
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从表 1 看出: ( 1) 农地流转促
进农业高产。2006 年以来，农地流转对 Y1 的弹性

基本为正，且小于 1，说明农地流转所培育的农业
规模经营主体被赋予了中国粮食安全任务和推动

农业现代化的职责，可以提高粮食产量 ( 聂英，

2015) 。但是弹性系数比较小，原因是:农业尚未实
现适度规模经营，不能有效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
生产率和规模经济效应; “留守农民”只能支撑小
农模式和粗放经营，已经严重制约粮食生产; 种粮

规模户的经济效益不高，可能导致非农化和非粮化

问题( 王德福等，2011) 。( 2) 农地流转有利于提高
农业机械化水平。2006 年以来，对 Y2 的弹性基本

上是正的且小于 1，说明农地流转带来的规模经营
有利于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事实上，中国农业增
长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2003—2011 年，土地生产
率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为 3. 17%和 9. 71%
( 刘守英，2013) 。农机总动力从 1978 年 1489 万千
瓦增加到 2012 年的 4824. 3 万千瓦，年均增长
3. 5%。但是弹性系数比较小，原因是:由于适宜的
农业机械不足和成本高昂，机械化程度相对偏低;

农业规模经营增加经济作物种植的选择，其适用农

业机械发明和推广不足;农机具补贴政策效率和效

果有待于提高。( 3) 农地流转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2006 年以来，对 Y3 的弹性系数基本上是负的，说

明农地流转带来的规模经营和新农业发展，农地流

转增加带来农业 GDP 份额下降，且农地流转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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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幅度要大于农业 GDP 份额的变动幅度。农业
GDP份额下降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规律，我国农
业 GDP占比已从 1978 年的 28. 2%下降到 2013 年
10. 01%，农业模式开始进入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
弹性系数小于 1，原因是: 农业生产体系的转型快，

而农业服务体系转型较慢;保守的粮食安全观影响

农业结构调整，需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农业能够实现“隐性革命”，消费结构转型和农
产品价值提高导致农业 GDP变化。

表 1 全国农地流转的“三农”转型效应的弹性计算

年份

农地流转 农业转型 农民转型 农村转型

面积
( X)

粮食产量
( Y1 )

农业机械
总动力
( Y2 )

农业
GDP /GDP
( Y3 )

工资性
收入占比
( Y4 )

市民化率
( Y5 )

农村非农
就业人员
( Y6 )

城乡收入
差距
( Y7 )

城镇化率
( Y8 )

城乡恩格
尔系数比
( Y9 )

2001 4760. 9 － 0. 148 0. 343 － 0. 324 0. 324 0. 156 － 0. 348 0. 780 0. 277 － 0. 014

2002 5385. 9 0. 079 0. 396 － 0. 374 0. 322 0. 357 － 0. 543 1. 226 0. 302 0. 152

2003 5631. 3 － 1. 333 0. 932 － 1. 599 0. 705 1. 401 － 0. 353 2. 524 0. 812 － 0. 067

2004 5823. 9 2. 562 1. 741 1. 353 － 0. 879 0. 958 2. 130 3. 063 0. 889 － 0. 548

2005 5467. 4 － 0. 483 － 1. 045 1. 577 － 0. 941 － 0. 691 － 0. 857 － 1. 738 － 0. 460 － 0. 155

2006 5551. 2 1. 803 3. 848 － 5. 713 3. 962 1. 478 2. 964 7. 973 2. 037 2. 083

2007 10300. 0 0. 014 0. 091 － 0. 052 0. 010 0. 022 0. 028 0. 276 0. 057 0. 019

2008 10900. 0 0. 930 1. 246 － 0. 063 0. 176 0. 273 － 0. 129 2. 350 0. 419 0. 518

2009 15000. 8 0. 013 0. 197 － 0. 119 0. 085 0. 059 0. 018 0. 274 0. 090 0. 083

2010 18700. 0 0. 132 0. 267 － 0. 106 0. 120 0. 073 － 0. 043 0. 422 0. 149 － 0. 112

2011 20700. 0 0. 436 0. 512 － 0. 057 0. 330 0. 185 0. 305 1. 154 0. 257 0. 333

2012 27000. 0 0. 120 0. 182 0. 017 0. 095 0. 054 － 0. 023 0. 437 0. 095 0. 125

2013 34000. 0 0. 090 0. 057 － 0. 030 0. 167 0. 082 0. 226 0. 354 0. 095 － 0. 002

2014 40339. 0 0. 050 0. 205 － 0. 496 — — 0. 232 0. 095 0. 112 － 0. 182

注:农地流转面积来自相关部委报告，非农就业人员数 =乡村总从业人员数-农业从业人员数，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总之，在粮食“十二连增”的背景下，中国农业
正步入现代大农业:农产品转向总量基本平衡的结

构性、地区性相对过剩和买方市场，农业形态转变
为质量农业;农业资本化增强; 农业增长方式向资

本、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 农业生产组织呈现规模
化、专业化、合作化的“制度特性”，这些预示农业
转型进入深化期。但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始终是
“三农”转型的基本制度特征，农地细碎化经营特
征和农村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而农业制

度变迁更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本质，这也是理

解农业转型阶段性和演化特征的基础。
2. 农地流转的农民转型效应分析。农地流转
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同时，将改变农地资源配置与

劳动力的使用，影响农业投资的增收效应。从而改
变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方式，导致农民分层和分化，

以及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和农村社会整合的新范式。
从表 1 看出: ( 1) 农民收入结构实现转型。现代化

是一个国家由低收入的农业社会向高收入的工业

社会转变的过程。2006 年以来，对 Y4 的弹性系数

基本上是正的。说明农地“三权”主体的分离带来
农民身份地位的转换，增加工资性收入占比。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从 1990 年的 686. 31 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9892 元，农户的收入构成也发生了变
化。且弹性系数小于 1，原因是: “留守农业”下农
户转出农地和非农就业的意愿边际递减。根据家
庭分工理论的解释，家庭劳动力结构、农地流转比
例和外出劳动力数量等都影响收入来源和结构;

“公司 + 农户”的农地流转难以有效增加农民收
入。农民被迫让位于资本家从农业产业化链条的
产前和产后环节、农村金融、农地“农转非”收益等
领域退出;收益分配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影

响农民权益保障和收入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吸

纳能力有限，农民身份难以转型导致获得工资性收

入机会增长不快。( 2 ) 农民身份实现转型。2006
—8—

《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16 年第 11 期



年以来，对市民化率( Y5 ) 的弹性系数基本上是正

的，说明顺应了农地流转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要

求，农地流转推进了农民转型。且弹性系数小于
1，原因是:农民市民化政策和公共财政体制有待完
善，特别是财政转移支付需要结合市民化的事权;

就业优先与产业升级排斥劳动，农民工很难真正融

入城市;留守现象和家庭生命周期使农民市民化的

内生力量不足，特别是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不

足;城镇化吸纳农民进城但同时存在驱赶效应。土
地城镇化和农民城镇化不同步;非正式的农地流转

的可逆性导致农民转移的流动性。( 3) 农民实现
职业转型。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和农地流转是导致
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社会转型的最重要因素。
2006 年以来，对 Y6 的弹性系数是波动性前进，说

明农地流转对非农就业的作用方向不稳定。且弹
性系数小于 1，原因是: 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种
情形，导致农村非农就业出现波动;“三权分置”后
农地价值的发现和农业雇佣，可能带来非农就业的

变化。中国农业雇佣劳动的比例在 3% ～ 5%左右
( 黄宗智，2014) ;农业资本化和绿色革命将对农业
劳动有“挤出效应”。非农就业的增加一定程度上
有“去过密化”作用，但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延续
( Harriet Friedmann，1980) ;家庭的代际分工和非农
就业高收入影响农民转型。
总之，伴随农业转型升级必然推进农民转型。

2013 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已经降到 31. 4%以下，
但农业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
农村人口迁移和流动成为常态，社会流动机制助推

了农村阶层分化和村庄精英外流，农民难以自主性

选择。同时，在乡村稳态社会结构下，农民工很难
从根本上改变职业属性和角色，很难实现真正意义

的农民转型。
3. 农地流转的农村转型效应分析。农地制度
的变革和农地关系的演变往往是社会关系重构和

革命动因。农地流转带来的产权结构和生产方式
改变必然带来深远的社会变革。从表 1 看出: ( 1 )
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结构是社会转型发展的背景，
是“三农”问题的重要体制根源。2006 年以来，对
Y7 的弹性系数基本上是正的，说明农地流转带来

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扩大的。且弹性系数具有波动
特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处于倒“U”型发展路

径的下降阶段，由 2007 年的 3. 33∶1 下降到 2014
年的 2. 92∶1，处于优化进程中。但是，农民增收
仍然缓慢，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 2008 年的 0. 491
下降到 2013 年的 0. 473，但是由此判断其进入下行
通道还为时尚早( 杨耀武等，2015 ) ，且其反映的总
体性差异超过国际公认标准; 规模收益、政府补贴
和工资性收入改变了农户收入结构，但是，农户的

流动性使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机会减少、农村社
会骨干力量消解，影响基层治理和农村社区建设;

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与广大农民争夺利益。由
于收益合理分配机制和农地租金动态调整机制缺

乏，很多农民无法分享农业利益和国家的资源投

入;农地流转仍然没有走出权力的“滴流效应”误
区( 叶敬忠，2008) ，无法真正地体现自主性和符合
农业农村的发展。( 2 ) 城镇化进程。农村城镇化
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农地流转与城镇化速度与规模的密不可分。2006
年以来，对 Y8 的弹性系数是正的，说明农地流转和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城镇化推进，2014 年
城镇化率达到 54. 77%。农地有序流转有望成为
城乡要素市场的第三次交融，推动农村转型。弹性
系数小于 1，原因是: 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大、结构
失衡，不利于推进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

镇化;城市化具有滞后性，妨碍劳动生产率提升、专
业结构升级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 Chang 等，
2006) 。( 3) 城乡消费差距。2006 年以来，对 Y9 的

弹性系数正负相间，说明农地流转带来的城乡消费

差距影响是多元的。农村恩格尔系数下降为 40%
以下，城乡恩格尔系数之比由 2007 年的 0. 84∶1
变为 2013 年的 0. 93∶1，农村消费水平和质量同步
提高( 尹成杰，2015) 。弹性系数小于 1，原因是:农
地流转的增收效应使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农

地转出户的消费模仿城市居民特征，导致生活消费

比例下降。
总之，农地流转改变了农村社会的基石，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有效扶持了农业农村发展，培育了农

村的巨大消费需求，实现了农民增收“十二连增”
和农村消费需求“十二连扩”，城乡消费和收入差
距有缩小趋势，一体化进程和农村转型加快，推动

建立在普遍主义基础上的公共社会关系的构建。
但是，在“三期叠加”期，农村现代化转型并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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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实现。

四、农地流转“三农”转型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一)各省农地流转对“三农”转型效应的弹性
计算

农地流转和集中必然是一个不平衡的、渐进的
长期过程( 韩俊，2014 ) ，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农业科技进步
程度、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但是，全
国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农地流转的

“三农”转型效应也应该有差异。为了简化分析，

通过计算 X 对 Y3、Y4 和 Y7 弹性系数来衡量农业

转型、农民转型和农村转型效应 ( 见表 2 ) 。结果
是:农地流转对“三农”转型的效应总体上是渐进
的、温和的，体现为 EI 都小于 1。农地流转对农业
转型、农民转型作用力量( EI 值) 和方向( 符号) 上
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农村转型作用方向全国基

本一致，作用力有大小之分。

表 2 全国各省份农地流转弹性:基于 2011 年和 2014 年数据

省份 X对 Y3 弹性值
X对 Y4 弹

性值

X对 Y7 弹

性值
省份

X对 Y3 弹

性值

X对 Y4 弹

性值

X对 Y7 弹

性值

北京 － 0. 027 0. 025 － 0. 040 河南 － 0. 084 0. 260 － 0. 108

天津 － 0. 192 0. 090 － 0. 150 湖北 － 0. 106 0. 277 － 0. 079

河北 0. 110 0. 462 － 0. 091 湖南 － 0. 275 0. 275 － 0. 066

山西 0. 189 0. 424 － 0. 078 广东 － 0. 056 － 0. 078 － 0. 031

内蒙古 0. 113 － 0. 003 － 0. 091 广西 － 0. 179 0. 356 － 0. 127

辽宁 － 0. 013 0. 111 － 0. 038 海南 － 0. 215 0. 376 － 0. 093

吉林 － 0. 100 － 0. 097 － 0. 060 重庆 － 0. 126 0. 243 － 0. 083

黑龙江 0. 662 0. 122 － 0. 042 四川 － 0. 217 0. 093 － 0. 079

上海 － 0. 217 － 0. 117 － 0. 022 贵州 0. 023 0. 350 － 0. 117

江苏 － 0. 032 0. 033 － 0. 048 云南 0. 049 0. 400 － 0. 101

浙江 － 0. 079 0. 273 － 0. 021 陕西 － 0. 066 0. 044 － 0. 082

安徽 － 0. 170 0. 139 － 0. 116 甘肃 0. 096 0. 198 － 0. 083

福建 － 0. 081 0. 121 － 0. 076 青海 0. 161 － 0. 043 － 0. 189

江西 － 0. 105 0. 381 － 0. 049 宁夏 － 0. 020 0. 097 － 0. 080

山东 － 0. 026 0. 208 － 0. 068 新疆 0. 049 0. 504 － 0. 118

平均值 － 0. 081 — — — — — —

注: 2011—2014 年数据来自《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其他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二)农地流转的“三农”转型效应区域差异分
析:三维矩阵

需要进行区域和模式划分，分析农地流转“三
农”转型效应的区域差异。于是，将方向作为农地
流转对 Y3 和 Y4 的弹性系数的划分标准，将弹性系

数的均值作为 Y7 的分界点，然后建立“三维”矩
阵，分析结果见表 3，农地流转及其“三农”转型效
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可将其划分为三维一致
性发展模式、“二一”发展模式和“一二”发展模式。

1. 农业转型、农民转型和农村转型区域: 三维
一致性模式。主要是两个极端模式: ( 1) 农地流转
“三农”转型效应的前三位是沪、吉、粤 3 省。在工
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由农民自主组织起来发

展农业和农村，农民分享农业和农村转型收益。同
时，大量农村劳动力会自主选择进入城市。这是两
个方向的互促作用的结果: 农地流转促进农业转

型，进而实现农民转型和农村转型;工业化、城市化
发展为农民转型、农村转型提供了初始条件和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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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农民转型和农村转型彻底倒逼农业快速转型。
( 2) “三农”转型需要同时发力的是新、冀、滇、贵、
甘 5 省。农地流转转型效应只有在一系列促进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综合作用下才能顺利有效地

发挥。一是工业化水平较低，传统农业生产部门比
重较大的经济体，土地仍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保

障，是造成农户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受到农地产
权制度和确权进程的制约，“三权分置”下的农地

流转推进缓慢，结果是农地的弃耕，无助于实现粮

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倪国华等，2015 ) ; 西部地区农
业发展的资源禀赋差，弱化了农地流转“三农”转
型效应:云南、贵州、甘肃属于土地禀赋制约型，河
北属于水资源约束型，新疆属于气候敏感型; 农地

自发流转和小农经营的自我调适，很难实现农业转

型，而且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三农”转型的拉动力
不足。

表 3 农地流转的“三农”转型效应的区域分布

农村转型好 农村转型需加强

农业转型好
农民转型好 沪、吉、粤 皖、津、陕

农民转型需加强 京、闽、川、辽、苏、鄂、湘、浙、鲁、宁 琼、赣、桂、豫、渝

农业转型需加强
农民转型好 晋 青、蒙

农民转型需加强 黑 新、冀、滇、贵、甘

2. 两个转型向好、一个转型滞后的区域: “二
一”发展模式。主要有 3 种类型: ( 1 ) 农业、农民转
型好，而农村转型需要加强的是皖、津、陕 3 省。农
村转型是人、时间和空间三者相互平衡，农地流转
单一行动难以奏效，需要加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

理能力建设; 需要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支持农村”的方针，通过农地流转促进现代农业、
农民发展，顺次实现农村转型。( 2 ) 农业、农村转
型好，而农民转型需要加强的是京、闽、川、苏、鄂、
湘、浙、辽、鲁、宁 10 省份。一是由于工业化内生有
差异，京、闽、苏、浙、鲁和辽是工业化和非农化对农
村劳动力产生“虹吸”效应。而川、鄂、湘、宁由于
外部社会工业化的引力，“留守”现象严重，很难适
应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需要。二是农民工市民
化进程太慢，农民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失去了自主

性。工业化“容纳失灵”导致“流出地后没有退路，
进城难以就业”的尴尬境地。三是自上而下的资
本化和自下而上的资本化共同驱动农业规模化，农

民在土地的资本化和资本的土地化的经济逻辑中

难以分享合作剩余，最终走向“资本排斥农民、兼
并小农”。四是农地流转推进中忽视了新型农民
的培育。( 3 ) 农民、农村转型好，但农业转型需要
加强的只有山西省。原因是其工业发达带来的
“资源诅咒”效应，农民的非农就业推进了农民转
型和农村转型，其本质是牺牲农业为前提的，是没

有实现农业转型的“空转”。特色农业和多功能农
业发展不足，难以吸引资金、人力、技术等要素从工
业回流到农业来促进现代农业转型。

3. 一个转型向好、两个转型滞后的区域: “一
二”发展模式。主要有 3 种类型: ( 1 ) 农业转型好，
农民、农村转型需要加强的是琼、赣、桂、豫、渝 5
省。这是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历史进程被
延误的一个缩影: 农民、农村转型具有滞后性。一
是由于城市落户政策的缺失和农地流转市场发育

滞后，城市化发生扭曲，人口流动和资源流动脱节，

形成半拉子城市化和“留守农业”。二是农民未能
彻底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也未被非农社会

阶层完全接纳，处于两种社会角色边缘。三是农地
流转或土地交易价格无法补偿失地农民进城所需

的“投入”。农地缺乏可交易性而无法吸引到足够
多的资本来有效地推进农村社区化。( 2 ) 农村转
型好，农业和农民转型需要加强的是黑龙江。地广
人稀、农业 GDP 的占比严重影响现代农业转型发
展，如果从区域整体经济和经济结构层面看，确实

农业转型效果不理想。但是，如果仅仅从现代农业
的特征来分析，其规模化、市场化、机械化、组织化、
社会化等方面的发展在全国遥遥领先，这也是农业

收入高，导致城乡收入、消费差距和城镇化水平高
的原因之一。农地已经达到一个相对饱和规模，流
转带来的“三农”转型效应确实不高。农产品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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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率带来农民农业经营收入增加，影响其转型特征

表现;但是其农民具有向南迁徙性，以及机械化对

劳动替代带来非农就业的倾向，说明了其农民转型

的进步性。因此，黑龙江是一个矛盾中的个别。
( 3) 农民转型好，农业和农村转型需要加强的是青
海和内蒙古。农牧业省份的农业调结构、转方式、

抓特色相对要难度大一些，集约化、规模化的现代
生态畜牧业刚刚起步，农业转型相对较慢。牧民观
念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正在向纵深处发展，但是

游牧方式影响其农村转型发展。新型职业农牧民
培训和经营主体培育方面成绩突出，科技创新和组

织化大大推进了农民转型。

五、政策建议

(一)顶层设计，实现农地流转“三农”转型“三
位一体”发展
理顺“三农”转型的内部逻辑，坚持“以人为

本”的价值导向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的决策思路，将战略重心移向农业、农民、农村的
“三位一体”转型发展上来，深层思考和长远谋划
农地流转。( 1) 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农地流
转的基点。在现实国情下，实现保障农产品和粮食
供给安全的基本目标。从农地流转的产权属性、功
能属性、供求关系等三个维度构建和完善农地治权
结构、保护耕地，建立保障粮食安全的激励和约束
机制。( 2 ) 用统筹思想引领农地流转。鉴于农地
流转非独立性，要关注“三农”在城乡关系和国家
政策中的弱势地位，更要关注农民分化、农业资本
化和农村生态危机等问题。切实打破城乡阻隔，切
实负起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建设提升的责任，缩小城

乡差距，促进农村社会进步。( 3) 用包容思想指导
农地流转。选择一条包容性的、可持续的“三农”
转型道路，使农民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以及

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参与者和成果分享者，把农
村建设成新社区。( 4)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农地流
转。对于三维一致性模式，要么是锦上添花，要么
是全面改造。对于“二一”发展模式，主要是查漏
补缺，精准转型; 对于“二一”发展模式，需要借力
发力，用已经转型的撬动尚未实现转型的重头。
( 5) 依法依规保障农地流转。确定农地用益物权，
在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制定土地登记法、农地流转
法规与土地合同法，保证农民享有农地的完整权

能。完善政策体系，校准政策目标，显著提高推进
农地流转的政策绩效。
(二)实现农地流转动力的权衡: 政府与市场

耦合

正确判断现行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利

弊和改革创新方向的关键是市场和政府在农地资

源配置中的作用。需要在政府协助降低交易成本
的前提下，尊重农业经营者意愿，借助市场力量实

现农地流转。( 1 ) 政府应转换职能。进一步彻底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政府职责重在为创
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提供公共服务，降低土地权

利交易成本。率先实施确权政策，使农地经营权可
抵押、质押支持农业发展。建立有效的现代社会管
理宏观环境，依法规范农地流转市场行为，促进农

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2) 推进农地流转的
市场化改革。规模的扩张仅仅是实现农村经济社
会变革手段，需要进一步实现农地市场化改革的目

的。针对农地隐性市场对症规制导向促进农地流
转。以保障农地产权为核心，给予农民通过契约自
由选择和交易农地产权的权利，流转收益应归承包

农户所有，要创造条件推进农地自发流转。( 3 ) 将
自上而下制度安排与自下而上需求推动有机结合

起来。
(三)保护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和中

产阶层

( 1)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以土地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
途”为主线制度内核，将成为中国新型农业经营模
式的基本架构。需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强化村社
集体发挥“统”的作用，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努力走出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2 ) 保
护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中国农业生产
的格局是传统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生产主体长期并

存，规模农户与小规模农户将长期并存，生存型农

业和现代农业形式兼具。天然障碍、社会治理性矛
盾和成本劣势，决定了资本化大农场经营往往失

败。“公司 +农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使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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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随着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被流转”农地的农
民工大规模失业，失业问题阻滞农村转型发展。借
鉴日本经验，制定政策和法律禁止公司进入农业。
选择小农合作( 组织化) 发展、农民自主非农化、经
济自主性强、风险可控的“三农”现代化道路。通
过综合农协组织现代小农，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

的收益。( 3 ) 保护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逐步消
失瓦解了小农体系，未来农地流转市场目标导向是

“小而精”的家庭农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农
经济决定农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农业政策向自营、
委托经营、共同经营的规模经营农地倾斜，保护以
家庭式全职务农、经营中等农地规模为代表的中农
阶层的兴起。
(四)“四化同步”促进农地流转的“三农”转型

效应提升

农业农村仍然是“四化同步”发展的短板。相
对于农业产业而言，农地经营规模适度集中是外生

变量，农地流转需要工业化、城市化的外部条件和
相关制度保证，不可能在没有解决农民离农出路的

情况下就简单地强制流转农地。( 1 ) 破除城乡二
元体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

置，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
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也要实行农业消化过剩产

能、农村提供转型升级的空间，要把扩大农村消费
需求政策作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 2) 农地流转要与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同步。围绕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大力促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创新让农民自
由选择土地和城镇社会保障的良性城市化机制。
用城市居民的包容度和制度的灵活度去推进市民

化进程，形成农民分享“四化”协同发展成果的制
度支撑。( 3) 农地流转要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
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进一步完善农村
的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保

障体系。消除城乡户籍之间的差异，改革各项保障

制度与户籍挂钩的政策。( 4 ) 发展新型农业。要
坚持用“全产业链”的思维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加工农业、特色农业、精细农
业、科技农业等多样化形态。坚持以生产为抓手，
关键在于优化要素有效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坚持以经营为抓手，关键在于维护农户利益基础

上，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职业

农民;坚持以销售为抓手，关键在于创新农产品流

通体系，推进和提高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的

水平。
(五)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的治理机制

要建立适应农地产权转型的基层社会治理新

机制。( 1) 实行“赋权、享利”的治理形式实现农地
资本收益，让农民自主治理社区事务实现农村的转

型。建立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共同利益和
长期利益的体制机制，把农地流转的选择权真正交

给农民，建立农民所有、农民所治、农民所享的经济
组织，提升留守农民组织化程度。实现乡村民主和
村民自治，形成人格化的产权主体和产权治理机

制。( 2) 要充分尊重农民群体作为农地流转真正
主体的原则性，从保障农民权益的角度推进土地流

转。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收益的分配机制，设置侵
权后的救助和补偿机制。要发挥农地的社会保障、
制度载体和社会自助稳定器的功能，发挥参与性控

制的“重建秩序”的“安全阀”功能。( 3 ) 适应流动
的乡村治理空间结构调整和机制转型，推进农地流

转。对于始于外部社会工业化的引力，农业人口大
量流出的中西部农村，需要重新修复小农经济结

构，实现农地流转和“民工”迁徙的平衡。对于工
业化、城市化发达地区的农村，进一步推进农地流
转和农民职业分异，扶持返乡农民在农业领域创

业，实现“贴近农业”的农民转型。( 4 ) 以“内置金
融”为切入点，走“内联外引”的发展道路，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和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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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我国农村资源产权市场化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

□ 符 刚 陈文宽 李思遥 唐 宏

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资源的现状与特点、农村资源产权的类型及市场化的重要意
义的基础上，论述当前我国农村资源产权市场化过程中存在资源产权界定不明晰、权能不完整、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风险保障机制不完善、产权流动效率不高、效果不好等困境，认为以制度为
保障分类推进农村资源产权资本化、以创新为手段协同推进农村资源产权抵押融资和以平台为
基础全面推进农村资源产权市场化交易是农村资源产权市场化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农村资源;产权市场化;产权资本化;抵押融资;市场交易

一、引言

农村资源是指在特定农村区域范围内可以利

用开发的资源，是农村自然资源与农村社会资源的

总和，包括林业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
源和公共信息资源等( Silvia，2015) ，其中农村土地
资源与林业资源既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又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物质前提。目前，在农村发挥作用并给农
村集体、农户家庭经济产生影响的资源包括三大
类:一是农村自然型资源，指位于农村地域范围内

的自然资源，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
资源等;二是农村资产型资源，指经过劳动创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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